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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斯兰作为大启制度，其道德和法律文化博大精深，熠熠生辉。如果说，其他文化模式的道德
观和法律观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并且往往掺杂着人类的主观偏见，那
么，伊斯兰的道德观和法律规则可谓具有普遍性、恒定性和真理性三大优点。换句话说，它不受
时空的制约。如果说，其他道德观和法律现倾向于在道德与法律两者中偏重一方而忽略另一方，
无法协调两者的关系，那么，伊斯兰的道德观和法律规则可谓德法并举，标本兼治，真正实现了
道德和法律的完美统一。 
 
   本文论从两个方面来透视伊斯兰道德和法律文化中蕴含的哲理，并将它同中国的德治传统和西
方的法治传统作一对比。 
 
   首先，伊斯兰道德和法律文化的核心是“认主独一”的宇宙观。伊斯兰认为，安拉是人类乃至
整个宇宙的唯一的主宰，安拉的定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认主独一”，就必须敬畏
安拉，服从安拉，将其定制准确地、无条件地内化为一种社会意识，让它来控制和指导个人和群
体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古兰》告诫人类；现世的生活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求主喜悦的行善
者必将在安拉那里得到加倍的赏赐并进入下临诸河的天堂，而道主谴怒的不义者必定要受到安拉
的凌辱而落入烈焰熊熊的火狱。因此，人类的一切行为规范都必须以安拉制定的道德标准（即是
非标准）来衡量。这些标准又通过教律及法律得到加固强化和发扬光大。伊斯兰的道德观和法律
观所强调的安拉至高天上的权威性彻底否定和批判了其他道德观和法律观所固有的狭隘性、主观
性和易变性。而其他道德和法律文化中的这些缺陷正是人类自我崇拜的产物、它充分暴露了人类
生来就是脆弱的一面。 
 
   其次，建立在“认主独一”信仰基石上的伊斯兰道德观和法律观把道德和法律视为一个完整的
统一体，缺一不可。具体地说，安拉制定的道德标准是伊斯兰教律及法律参照的唯一依据，而伊
斯兰教律和法律的建构则是这些道德标准的体现利保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穆斯林受道德
和法律的双重约束。道德和法律（包括教律）通过对个体、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组织的双重调节，
使社会的物质义明帮构和精神文明建构有序地沿着一个正确、公正的远大的目标运行。 
 
   众所周知，道德是调整人们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靠人们的信
仰、信念、宣传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的。道德的特点是自律，其作用是“收心”治本，而以伦理
思想为指导所建立的法律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法律的特点是他律，其作用是“矩行”治标。道德
与法律，互为表里，两者不可偏废。孟子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又说：“徒法不能以处
行”（《孟子·离娄上》）就是这个道理。道德自律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自觉、自主意识的表现，
但它需辅之以法。一方面，法律原则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的道德观；另一方面，道德观念一旦规范
化，形成戒律，就要通过立法的形式将其确立起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儒家的德治占据统治地位，而其他各家的法制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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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
格。”又说：“为政以德，比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由此可知，在
政、刑、德、利四种社会控制方法中，孔子将德治放在首位。到了战国中期，孟子继承和发展了
孔子的德治思想，将“仁义礼智”一并归入道德的范畴。孟子说：“测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
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
也。”（〈公孙丑上》），还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
修其孝悌忠，入以事其文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
王章名上》）。后来的董仲舒也是把德治放在第一位。他认为：“国之所以为国者德也”以春秋
繁语，保位权》），“故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上书·服制象篇》）。 
 
   但是事实上，儒家文化中的德治主张只是一种治者和被治者很少受外力强制，而是在舆论的引
导下自我约束的统治思想。一方面，它要求治者积极倡导仁义礼智信宽惠等道德规范，被治者亦
以此为训戒；另一方面，它又无法使治者（包括德治理论的设计者）达到被理想化了的道德要
求。连孔子都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要求连尧舜都不一定做得到（见《论语·雍也》）。
从被治者这一方看，德治主张更难实行，一是由于治者自身不可能很好地实行德政和正已，因而
也很难引导被治者去自律，二是由于封建社会上资下贱，男尊女卑的宗法思想长期浸入人们的心
理内核，致使道德受到扭曲和变形，甚至发生异化（即道德变成了违背公正正义原则的非道德的
东西）。因此，越是在权利结构底层的人，其“德”上的心理负荷也就越大，而作为最高统治者
的君王则可有较之任何人都多的自由。尽管中国的道家、法家等文化实体中不乏一些崇尚法治的
思想，但“生法者君也”。君王可以既不受道德的制约，也不受法律的约束，道德和法律可随其
主观意志的改变而变更。君王的意志即使是错的，臣下也要坚决服从和执行。“遵主令而行之，
虽有伤败无罪；非主令而行之，虽有功利罪死。”（《管子·任法》） 
 
   与此相对照，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法治占据一定的统治地位。西方的法治主义思想可追溯到占希
腊时代，当时亚里士多德就已提出了“法治优于一人之治”的命题。但那时候从未真正实行
过“法治”。亚里士多德在自己提出的命题上设计的中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式
的幻想。中世纪的欧洲则是教会的一统天下，世俗的成义法受到神法和自然法的排挤而列居末
位。似乎神权和世俗是永久对立的关系。十四、十五世纪文艺复兴以后，一些思想家们提倡自然
法统治。然而，自然法虽然名义上带有一个“法”字，但实际上是道德法，既不成文，又无强制
性的约束力。直到十九世纪分析法学兴起，法治主张才得到充分的肯定和重视。正当法治主义秦
响凯旋进行曲时，其自身的弊端很快显现了。比如，分析法学曾持一极端说法；“悉法亦法”，
强调对任何法律规则的绝对服从。这为法西斯主义恶法的产生和实行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自然法学的复兴浪潮使一百多年以来的法学思潮走向发生了回漩，从而削弱了分析法
学的力量。与此同时，始于十九业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垄断资本增长和行政权力的扩张进一步威
胁和动摇着法治主义的统治地位，其局限性更加暴露无遗。连主张法治的美国学者D·布莱克也
不得不忧虑地说：“当代西方社会由于过度地依赖法律，人们成了法律的奴隶，以至削弱了依靠
自己的力量用其他社会控制手段解决纠纷的能力。他哀叹，美国社会一方面高度法律化，一方面
道德沦丧。 
 
   从中国的德治文化和四方的法治文化的偏颇中，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伊斯兰道德和法律文化中
所蕴含的伟大真理和力量。伊斯兰的道德观和法律观是人类唯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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